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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译本是众多译本中首部由中华本土译者采用汉语中介模式协力完成的英译本。本

文基于文化符号学理论，从文学文本、二级模式系统、符号域层面对其进行探讨与分析，探究汉语中介

模式及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翻译模式对民族典籍外译的影响。这两种模式有效降低民族典籍外

译的难度，丰富文化的表达方式，以期为中华典籍外译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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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ng Guozhen version of the King Gesar is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among many translations, 
which was completed by Chinese native translators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intermediary mod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emiotic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emio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it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text, second-order modeling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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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semiospher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intermediary mode and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mode between local translators and minority scholars on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na-
tional classics. These two modes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foreign translation of national classics and 
enrich cultural expressions, so as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foreig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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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雪域高原上的千古奇唱——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现存篇幅最长的活形态史诗。随着时代发展，

史诗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展，枝蔓恒生，如今已经发展到 120 多部，堪称“世界史诗之冠”。史诗

《格萨尔》包罗万象，凝聚着藏族民众的智慧与希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越来越多的学者为之着

迷，从各个角度挖掘史诗特色，深耕民族文化精髓，成果斐然。 
它作为一部承载中国古代藏族文化思想的鸿篇巨制，其外译发展与传播有望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

升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纵观国内对于卷帙浩繁的史诗《格萨尔》的研究之路，在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号召下，史诗的对外译介、翻译传播效果等越来越受学界的重视。以语言和传播范

围为轴，可以将史诗外译研究分为以下几类：《格萨尔》百年译史[1]及翻译倾向研究，北美域外传播研

究以及针对认知意象展开的研究。尽管史诗《格萨尔》的翻译研究较以往已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仍处于

肇始阶段，还存在着研究不足，甚至空白的方面[2]。如果能够从历时的角度对每部译本策略进行宏观和

微观的对照分析，那将对后续译本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这些译本中也不乏有十分经典或是值得考究的译

本，然而对优质译文的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分析却明显不足，对史诗外译模式的关注也不够。史诗《格

萨尔》英译本版本众多，我们为何对王国振英译本进行研究？在民族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王国振的英译

模式有何优势？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碰撞中如何永葆活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深入译本和译者

的本体，挖掘译本“背后的故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优质译本的产出逻辑。因此，科学地把握和重视

优质译本的分析并探究出合理的史诗外译模式、提升翻译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符号学是文学与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是一个新兴研究路径，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发展前景。

该理论重视文学文本，将文化看作是文学文本的总和，注重文本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并且从文化自身出

发，强调文化交流碰撞的自适应性。借助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史诗《格萨尔》的英译研

究，能够发现译者选择背后的逻辑，探讨史诗外译的模式。在挖掘中国民族文化宝藏的同时，希望能够

为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的外译模式提供参考，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时，在通过跨学科路

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要时刻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本体的剥夺。因此，本文也将进行一定程度的文

本回归，防止翻译研究弥散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沦为一种外部研究，从而丧失翻译学科的独立性和主

体性。 

2. 王国振英译本描述 

《格萨尔》的域外翻译已经有 250 多年的历史。就英译成果而言，自 A. H.弗兰克 1905 年出版的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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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的《格萨尔王传奇：一个下拉达克版本》至 2021 年出版的《降魔篇》，百余年间共涌现出 18 部

英译本。这些英译本对于《格萨尔》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王国振英译本是以降

边嘉措、吴伟汉翻译的为源本，由王国振、朱咏梅和汉佳三人集体翻译，于 2009 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

版。英译本排版布局忠实于原著，展现了原著内容与风格。译本共 12 章，229 页，配有精美插图，保留

了原著中的“章回体”形式，以散文叙述为主。译本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每章都穿插主要情节概述或人

物趣闻轶事。译文还配有脚注夹注，向读者充分呈现了藏族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精美的插图可以将

文化意象转化为具体直观的形象，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化蕴意，快速把握故事情节。整本书脉络清晰，包

含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三部分，浓缩精选了最精彩部分，歌颂了格萨尔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一个威

武雄壮、普度众生的英雄形象[3]。 
在众多优质译本中笔者选择王国振英译本进行研究，首先是其首次开辟了作为中华本土译者英译

《格萨尔》的道路，之前主要是外国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进行对外翻译传播；其次是该英译本采用了

汉语中介模式，打破了之前藏–英的翻译模式，既促进了《格萨尔》在本国人民中的传播，又为中华本

土译者提供了一种英译的有效方式；再次是该译本并没有受困于传统的对等忠实理论，而是从源语和目

的语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出发，更加务实，使译文既方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尽可能展现源语文化

的作品[4]。 

3. 理论基础 

符号学的兴起是一场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潮运动，基于不同的文化根基和独特的历史，符

号学研究呈现出了异域异质的色彩。俄罗斯是符号学世界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苏联著名文艺

理论家、符号学家、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 1922~1993)，从文学领域步入符号学的研究，他建构了文本系统性结构理论，其符号学又被称为

文化符号学，主要探讨符号学方法在文化中的具体应用，意在消除文化的不平等和文化歧视。洛特曼的

文化符号学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文学文本理论、二级模式系统、符号域思想。 

3.1. 文学文本理论 

洛特曼把文化看作文本的总和，或者说文化是建构文本总和的机制，文本是文化的实现[5]。从文本

与自然语言的关系看：文本是可以用自然语言写成的，即《格萨尔》史诗原文为藏语；并不是所以用自

然语言写成的都是文本，只有拥有某种完整意义且能够完成某种完整功能的自然语言作品，才能称之为

“文本”，比如《格萨尔》史诗中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民族文化，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文本”；

任何一个被赋予了完整意义的客体都是文本，比如绘画作品也可以称之为文本；同一个文本可以用不同

的自然语言或是以该自然语言的不同方式来书写，对于《格萨尔》而言，我们既可以使用藏语去书写，

也可以使用汉语去书写。文本既可以是文字作品，又可以是物质实体，还可以是一种行为方式。 
文学文本理论认为文本具有三个功能，信息传递功能、信息生成功能和信息记忆功能[6]。信息传递

功能，就是传达者将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文本的编码与解码完全一样，信息将准确、

完整地传递给接受者。但实际上即使交流双方使用的是同一种自然语言，也无法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完全

一致，因为双方很难有完全一样的语言经验、标准和记忆贮量。更何况还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及接受者的

个性特征等因素。所以信息的传递与接受绝不可能完全相等，而只可能在某种相对的水平上近似或等同；

信息生成功能是同一个文本会提供给“需求者”不同的信息[7]。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翻译成为产生

新信息的过程与行为，它实现了文本的信息创造功能。“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事

物、看文本的角度思想不同，得到的东西也不同，对于翻译来说，正是这种不同的思想见解，在翻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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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产生了新的信息与行为。比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不少学者在对其外译过程中，因为

外国人非常喜欢孙悟空的人物形象，索性将整本书取名为 Monkey，可能会造成外国人的理解偏差[8]。对

于《格萨尔》外译来说，外国人更喜欢英雄主义，对于译者来说，我们是否要将其做成个人英雄主义的

一篇作品，还是注重传播其文化与内涵。文化是鲜活的，洛特曼反对文本的终结性解读，文本意义的产

生基础是翻译，文本应该是动态的，是多种多样的；信息记忆功能就是文本有保存自己过去语境的能力。

古时的文化不会被忘却，不会失去其中的信息。比如《格萨尔》起初是说唱传承，之后整理成册，再汉

译、外译，历经百年仍能留存，经久不衰，这充分显露其积累信息的能力和文本记忆能力，体现文本的

信息记忆功能。 

3.2. 二级模式系统 

按照塔尔图学派的观点，符号世界包括三个部分：自然语言是第一模式系统，其次是人工语言系统。

之后就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文化结构——第二模式系统，这里的第二模式系统在自然语言的基础

上附加了文化意义，产生文化价值。 

3.3. 符号域思想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的符号域思想，受于“生物圈”影响，对其定义为“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都处

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这个语言才能实现其功能。并不是单独的语言，而

是属于这一文化的整个符号空间，应当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一个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这一空间我们

定义为符号域”。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域。符号

域在洛特曼看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他强调我们要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符号域的思想蕴含着洛特曼伟大的理论构想——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描述与研究的元语言。洛特

曼提出应当区分两个看待文化的视角：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视角和从文化描写的科学系统出发的视角。洛

特曼指出，过去我们几乎都是在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思想和概念作为描述“他人的”文化的

元语言。这种文化描述和研究方法使得“自己的”文化缺乏鲜活度，而且还会使文化描述和研究趋于主

观、偏颇。各种文化虽然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但它们都生存与发展在同一个空间——符号域

中。正是因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在符号域中碰撞，不同的符号系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而不断产

生新的信息，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符号空间是鲜活的、动态的。 
符号域理论是站在更高层面上，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中，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对不同民族

文化动态发展的普适性规律进行探寻。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文化研究的静态考察，把文

化视为一个过程，而不单纯是一个产品。文化是符号，但同时，又不是单独的符号简单地堆积，它是一

整套符号体系，是具有系统性。符号域包含民族文化的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空间，凝聚着民族集体生

活历史经验和精神以及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 

4. 王国振英译本分析 

王国振英译本在《格萨尔》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其考虑周全，在英译过程中注重双语

读者的阅读，还因为该译本的主要基调，英雄的而非神的，世俗的而非宗教的。该译本虽忠实原文，但

它更加注重人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更加看重人，而非信奉的宗教和神明，更加的贴近生活。 
“寄魂物”是藏族灵魂崇拜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藏族文化气息。格萨尔在击败妖魔时，在

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毁掉其寄魂物，从而击垮他们。王国振译本中对于“寄魂海”“寄魂树”“寄魂牛”

[9]翻译分别为“sea-of-life”“tree-of-life”“cattle-of-life”[10]英语格式统一，意思简单明了。将灵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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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相连，这种翻译方法既体现了藏族文化中灵魂与肉体的联系，又有利于西方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符

合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文本的信息传递和生成功能，而且也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增添了文化意义，三个

单词即可帮助读者快速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王国振译本注重双语读者的感受，还可以从成语的翻译中体现出来。“海誓山盟”“白头偕老”，

这两个中国成语的翻译非常考验译者的能力，要求既要准确表达其本身含义，又要照顾目的语读者的理

解能力。对于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这两个成语非常熟悉，都是表达人们爱情的忠贞，“海誓山

盟”是男女立下誓言，爱情要像山和海一样永恒不变；“白头偕老”是夫妻感情和谐，共同生活直到老

年。译者将这两个成语翻译成 swore to be husband and wife 和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forever，
表意明确，简单直白又不失浪漫，使得西方读者也能快速理解，达到了同样的表达效果，准确切入第二

模式系统，从更高级的交际层面再现东方文化。因为在洛特曼的符号域思想中，符号、文本、文化并不

是单一的，是要与外界相互作用。在跨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英美符号域处于中心地位，中文符号域处于

相对边缘的位置，这种失衡性和非对称性导致《格萨尔》英译本与底本形成反差，但王国振等人面对这

种文化差异，积极去调整自身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己方文化传播的目的。 
通过分析以上例子，我们发现，王国振等人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词汇淡化处理，使用日常生活中的

简单词去解释意义繁琐的文化负载词，这也得益于他们采用汉语为中介的模式。将藏语转化成汉语，对

于本土译者来说，可谓是解开了一道枷锁，这样我们便可以用更丰富的语言去解释文本[11]。洛特曼认为，

文化就应该成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系统，而且，在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要产生新的信息。这种以汉语为

中介，进行语言过渡的形式，能够更好的帮助译者进行文化解读，丰富文化内容。 

5. 余论 

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学术专业度极高，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也灵活得当，是一部极具启发性

的上乘译本。笔者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切入，探究译本形成的深层奥秘对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模式的

构建意义深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当今部分译者

在文本外译过程中，为了使外国人更容易接受，绝大多数情况下按照外国人的文本重构、文化阐释和诗

学解读，把英译重点转移到故事情节上，并对之进行修改，从而激发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文本的好奇心。

大部分译本选择了其故事性和宗教性，而忽略了其文化性。这样一来，译者只完成了传递中国故事的目

标，却未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标准。至此，笔者认为，在民族典籍外译过程中，我们不妨采用以汉语为

中介的模式，将民族语言转换成我们所熟悉的汉语，降低了民族典籍外译的难度。而且，这种模式也会

吸引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民族典籍的外译研究，可以丰富相关文化表达。 
同时，王国振英译本是以通过降边嘉措和吴伟的精简汉语本为底本，也是间接的本土译者与少数民

族学者相结合。这种间接合作的翻译模式，笔者认为可以统称为合作翻译。这种模式解决了本土译者对

少数民族文化不熟悉的问题，也打破了目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却无法准确外译，熟练掌握外语却无

法准确表达少数民族文化”的僵局[12]。而且，不同学者思想的碰撞，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化的表达方式，

确保我们的文化符号空间是鲜活的，动态的。因此，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的翻译模式对推出高

质量译本意义深远。 
总之，基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笔者分析了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希望在中国传统

典籍外译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注重跨学科理论的研究。同时，笔者希望通过分析王国振英译本中的以

汉语为中介的模式和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结合的合作模式对中华民族典籍外译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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